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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服务业部门GDP占比偏低，而工业部门长期受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困扰，这
种三大产业层面上的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本

文构筑了一个包含土地生产要素的三要素三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要素市场改革

滞后的视角对该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本文证明，当存在某些体制性障碍导

致服务业部门无法顺利地吸纳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流入时，那么从农业部门转移出

来的生产要素就只能更多地流入到管制较少的工业部门。在产品间不完全替代情况下，

这种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会导致服务业部门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和工业部门产能过剩

现象并存的供需结构错配问题，并有可能引发内外部经济的失衡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因而，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是我国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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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化改革与供需结构错配

内容摘要： 我国服务业部门GDP占比偏低，而工业部门长期受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困扰，

这种三大产业层面上的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本文

构筑了一个包含土地生产要素的三要素三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的

视角对该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本文证明，当存在某些体制性障碍导致服务业部

门无法顺利地吸纳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流入时，那么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生产要素就

只能更多地流入到管制较少的工业部门。在产品间不完全替代情况下，这种要素市场改革

的滞后会导致服务业部门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和工业部门产能过剩现象并存的供需结构错

配问题，并有可能引发内外部经济的失衡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而，加快要素市场化改

革进程是我国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能过剩；供需结构错配；服务业；供给抑制

JEL分类：E21; E32; F41; F47; O11

一、 引言

自2015年年底党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

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

方向，需要我国进一步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着力调整供给结构，增强供给结构对需

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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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的服务业GDP占比

我国供给体系对需求结构变化的不适应，从三大产业结构角度看，突出体现为服务

业GDP占比过低。图 1 给出了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的GDP占比数据，作为对

比，我们也给出了全球39个主要经济体和人口大国处在跟中国同等发展阶段时期的服务

业GDP占比数据1。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服务业GDP占比虽然逐年提高，但在图 1 的散

1其它国家包括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丹麦、埃及、爱沙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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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图中越来越明显地处于最下沿位置，且跟其它国家平均趋势相差超过10个百分点并有进

一步扩大迹象。

如何解释图 1揭示出的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服务业占比过低，会对

国民经济产生哪些显著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关系到我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和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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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占比与GDP占比差值

产业结构变迁，从长期趋势看主要受需求结构变化以及产业间技术进步速度差异的驱

动，同时在中短期内也受一个国家的各种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图 2给出了我国农

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占比与GDP占比差值的数据，作为对比，我们也提取了Groningen产

业结构数据库中其它40个主要经济体的对应数据2。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跟世界各国的平

均趋势相比，我国农业部门雇佣的劳动力比重明显偏高，而服务业雇佣的劳动力比重明显

芬兰、法国、匈牙利、印度、印尼、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
西兰、挪威、秘鲁、菲利宾、波兰、葡萄牙、俄罗斯、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
泰国、土耳其和美国。数据来源：1970年之后的服务业GDP占比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1970年之前的
服务业GDP占比数据来自Smits et al. (2009)收集和整理的部分国家长期历史数据，人均购买力平价GDP数据来
自Maddison数据库。

2该数据库仅涵盖2010年之前的数据，人均购买力平价GDP数据来自Maddison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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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只有工业部门的劳动占比与GDP占比差值符合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平均趋势。该数据

说明，我国在三大产业间存在着明显的生产要素错配问题。

众所周知，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攻关领域。而要素市场化

改革滞后，突出体现在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土地）流动受阻，大量农村劳

动力（占总劳动力30%以上）滞留在GDP占比已不足10%的农业部门，而城市公共服务品

供给不足以及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种体制性障碍，导致我国数以亿计的在城市就业的农

村劳动力及其亲属无法在城市定居，这使得我国城镇化比例不足58%、户籍城镇化比例不

足40%（国家统计局2016年底数据），成为我国城市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图 2揭示

出的生产要素错配问题，根源在于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生产要素无法在城乡和产业

间进行市场化配置。

基于上述思想，本文构建了一个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讨

论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无法自由从农村地区进入城市地区对产业结构变迁以及宏观经

济的整体影响。根据我们的模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会倾向于更

多地消费服务品，但在生产要素流入受限的情况下，城市服务品供给不足，价格上涨，而

由于产品间的不完全替代性，人们也不会过多地消费工业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各级

政府会倾向于将农村地区转移出来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要素更多地配置到工业部门，这

就容易造成工业品的供给能力扩张速度超过其消费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工业部门产能过剩

和服务业部门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的供需结构错配现象，并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

总体供需失衡和内外部失衡，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解决这种供需结构错配及其各种派生问

题，治本之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抓手是推进和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尽快破除生

产要素无法在城乡间和产业间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

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还根据我国1992-2014年的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变迁数据校准

了模型的各个参数，发现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从而生产要素无法顺利地从农村部门向城

市服务业部门流动情况下，工业部门会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服务业部门则由于供给

不足，相对价格会不断上涨，同时宏观经济在整体上也会出现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这表明

我们的数学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出我国现实经济中出现的供需结构错配问题。我们还做了

一些政策实验，假设要素市场化改革得到加速，根据实验结果，此时我国服务品消费和工

业品消费占GDP比重均会增加，而工业部门的供给扩张速度会下降，不仅三大产业间的供

需结构错配程度会得到缓解，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也能较大程度上得到克服。

本文基本框架是一个三部门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产业结构变迁模型建立在多部门动

态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之上，其基本机制可大致分为三类，Kongsamut et al. (2001)强调收入

效应，Ngai and Pissarides (2007)强调部门间技术进步差异引发的相对价格效应，Acemoglu

and Guerrieri (2008) 则强调部门间要素密集度差异引发的相对价格效应，Herrendorf et al.

(2014)对不同类型产业结构变迁模型做了比较全面的对比研究。国内徐朝阳 (2010)、李飞

跃 (2011)和李尚骜、龚六堂 (2012) 等也在基础文献基础上研究过一些具体的产业结构变

迁及其派生问题。本文主要是在Ngai and Pissarides (2007)基础上引入双层CES函数，允许

不同产业间替代弹性存在差异，可以解决后者无法描述工业部门GDP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的

“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的不足3。此外，为了更好地描述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的影响，本文将

3根据Herrendorf et al. (2014)整理的数据，工业部门GDP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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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要素引入到所有部门的生产函数中，建立的是三要素三部门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更

具一般性。

本文也跟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文献有关。国内外研究我国产业结构的文献很多，

但建立在现代产业结构变迁模型基础上的量化研究非常少。Brandt and Zhu (2010)、Dekle

and Vandenbroucke (2012)、Cao and Birchenall (2013)和Cheremukhin et al. (2017)是这类文

献的代表，不过这些研究基本都侧重于研究我国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的结构变迁过程，对农

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间完整的结构变迁过程缺乏研究。徐朝阳 (2014)和张斌、矛锐

(2016)基于两部门模型研究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的结构扭曲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王

勋、Anderson (2013)则从实证角度讨论了不利于服务业的金融抑制政策如何导致我国三大

产业间的结构扭曲。跟这几篇国内相关文献相比，本文主要侧重于强调要素市场化改革滞

后对于结构扭曲的影响，同时本文包含进出口的三要素三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也能够更

完整更清晰地阐述供需结构错配的理论机制及其对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负面作用。

本文后面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二节是基准模型，给出了一个包含土地生产要素的三部

门产业结构变迁模型；第三节引入要素市场改革滞后背景下生产要素在三大产业部门之间

流动受限情况下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推导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如何导致供需结构错配及

其派生问题；第四节是参数校准、数值模拟和政策实验的主要结果；第五节总结全文。附

录部分给出了文中部分数学证明、数值模拟和政策实验的详细图表。

二、 一个包含土地要素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基准框架

本文要讨论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而我们建立包含土地

生产要素的完整的三部门产业结构变迁模型，能够描述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种生产要素

在城乡和产业间的流动，这需要在标准框架基础上做出较大程度的扩展。为此，本文将产

出分成农村地区产出和城市地区产出，其人均形式生产函数为：

yi = Aiqα
i kβ

i l1−α−β

i , ∀ i ∈ [0,1]∪{d}. (1)

下标 d 代表农村地区产业部门，Ai 是城市地区部门 i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它满足 Ȧi =

giAi。一般而言，城市地区生产部门 TFP增速高于农村地区，因而我们假设

Ȧ−d

A−d
> gd . (A1)

至于城市地区不同生产部门，我们假设部门 m为资本品部门，其产品不仅用于消费，也用

于投资和积累，其 TFP增速为 g。

qi 是部门 i的人均土地面积，ki 是部门 i的人均资本存量，li 是部门 i劳动力占总劳动

遍现象，强调收入效应的文献通过在效用函数中引入差异化的非位似偏好参数可以较好地模拟该现象，但强调
相对价格效应的文献多数建立在单层CES生产函数基础上，部门间替代弹性完全相等，是不能模拟出“倒U型”
结构变迁过程的，徐朝阳 (2010)曾在Acemoglu and Guerrieri (2008)框架下讨论过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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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比。它们显然分别满足∫ 1

0
qidi+qd = q,

∫ 1

0
kidi+ kd = k,

∫ 1

0
lidi+ ld = 1. (2)

这里 k为人均社会总资本，q为人均社会土地总面积。为简化分析，本文假定社会总的土地

面积固定，人口总量也固定，这样人均社会土地总面积 q也为固定的常数。

作为基准模型，假设农村和城市地区每个部门都是完全竞争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在

不同部门之间都可以自由流动。产品定价遵循边际法则，即

pi = A−1
i α

−α
β
−β (1−α−β )−(1−α−β )

τ
αrβ w1−α−β . (3)

这里，τ 代表单位土地面积租金，r代表资本回报率，w代表工资水平。将资本品部门 m产

品价格标准化为 1，即 pm = 1。其它部门（含农村和城市）都仅生产消费品，根据式（3），

其相对价格显然为：

p j =
Am

A j
, j ∈ [0,1]∪{d}, j 6= m. (4)

代表性消费者的目标函数是∫
∞

0
ξ/(ξ −1)ln{(θcd)

(ξ−1)/ξ +[(1−θ)ce]
(ξ−1)/ξ} · e−ρtdt. (5)

这里 ρ > 0代表时间偏好率，ξ 代表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之间消费品的替代弹性。ce是城市

地区消费品，它是城市地区全部中间消费品的 CES加总：

ce = [
∫ 1

0
(γici)

εdi]1/ε , ε ∈ (−∞, 1).

这里 σ = 1/(1− ε)代表城市地区任意两种不同中间品的替代弹性。城市地区不同中间品价

格为 pi，不难求出城市地区复合品价格为：

pe = [
∫ 1

0
γ

ε/(1−ε)
i pε/(ε−1)

i di](ε−1)/ε ,

再根据式（3），我们可以写出将城市地区复合品的价格表述为：

pe = A−1
e α

−α
β
−β (1−α−β )−(1−α−β )

τ
αrβ w1−α−β , Ae = [

∫ 1

0
γ

ε/(1−ε)
i Aε/(1−ε)

i di](1−ε)/ε .

这里 Ae 可视为城市地区复合品的加权平均 TFP，令其增速为 ge，显然它由城市地区不同中

间品的 Ai的增速决定，而且它是一个可变值。

代表性消费者人均的资本存量为 kp，其流量资本来自三部分：一部分是工资收入 w，

另一部分是投资收入 rkp，还有一部分是地租收入 τq。当折旧率为 δ 时，代表性消费者的

预算约束方程为：

k̇p +δkp = w+ rkp + τq− pdcd− pec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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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模型基本设定，我们不难看出，本文基准框架是最接近Ngai and Pissarides

(2007)模型的。但跟后者相比，这里有两点差别：一是本文效用函数建立在双层CES函数

基础之上，而Ngai and Pissarides (2007)是标准的Dixit and Stiglitz (1977)形式，建立在单

层CES函数基础上，任何部门间替代弹性都是相同的，而我们是允许有差异的；二是本文

使用三种生产要素。显然，我们的框架更具一般性和灵活性，这使得我们可以对产业结构

变迁过程做出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刻画，我们在后文会进一步说明这点。

代表性消费者最优化问题的 Hamilton函数为

H = ξ/(ξ −1)ln{(θcd)
(ξ−1)/ξ +[(1−θ)ce]

(ξ−1)/ξ}+λ [w+ rap + τq−δap− pdcd− pece].

它的最优性条件为：

∂H
∂cd

= c−1
d (θcd)

(ξ−1)/ξ{(θcd)
(ξ−1)/ξ +[(1−θ)ce]

(ξ−1)/ξ}−1−λ pd = 0,

∂H
∂ce

= c−1
e [(1−θ)ce]

(ξ−1)/ξ{(θcd)
(ξ−1)/ξ +[(1−θ)ce]

(ξ−1)/ξ}−1−λ pe = 0.

Euler方程为：

λ̇ = λ [ρ +δ − r].

根据两项最优性条件，我们不难得到农村和城市地区消费品的消费之比

cd

ce
= (

θ

1−θ
)ξ−1(

pe

pd
)ξ . (7)

将该式代入上述任意最优性条件然后对时间 t 求导，并定义社会总的人均消费为 c为：

c = pece + pdcd .

再根据 Euler方程，不难得到社会人均消费 c的增长方程：

ċ
c
= r−ρ−δ . (8)

生产商利润函数为

πe = pe[
∫ 1

0
(γici)

εdi]1/ε −
∫ 1

0
picidi,

容易求得中间品 i的需求函数为：

pi = peγ
ε
i cε−1

i [
∫ 1

0
(γici)

εdi](1−ε)/ε . (9)

将该需求函数代入复合品生产函数易知其生产商利润为 0，即城市地区复合品价值等于其

使用的中间品总价值之和，从而我们可以将社会人均总产出定义为：

y≡
∫ 1

0
piyidi+ pdy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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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部门生产函数及任意产品间价格比公式，不难将 y改写成

y = Am(qi/li)α(ki/li)β (1− ld)+ pdAd(qd/ld)α(kd/ld)β ld = Amqαkβ . (10)

由于要素在城市地区和农村不同部门间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因而不同部门（含农村和城市）

的土地劳动比和资本劳动比完全相同，这是推理出（10）的关键。

由于所有部门都是完全竞争的，因此在均衡状态所有企业必须是经济利润为零，这意

味着社会总产出 y全部用于支付工资、资本租金和地租，即 y = w+ rk+ τq。这里的 k等于

kp +kg，即人均社会总资本等于私人资本和政府资本之和。再令 a = kp +ag，即人均社会总

财富是私人财富和政府财富之和，这里政府财富 ag由政府资本 kg和净国外资产 d组成。这

样，可得人均社会总财富为 a = k+ d。在这些定义基础上，我们可以将代表性消费者的预

算约束式可以改写为

ȧ+δa = y+ r f (a− k)− c.

该式可看做社会资源约束条件，其含义是：人均的社会总财富由国内生产总值 y加上国外

净要素支付收入 r f (a− k) 两部分构成（r f 是国外资产回报率），这些总收入用于消费和财

富积累。

由于 ȧ = k̇+ ḋ，作为基准模型，我们假设经济体维持着内外部的平衡，即有 d = 0和

ḋ = 0，这样就有 ȧ = k̇，从而社会资源约束条件可以改写为

k̇+δk = y− c. (11)

至此，我们这个多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最终加总转化成一个单部门 Ramsey模型。

关于该模型的平衡增长路径，我们有如下命题：

命题 1： 在经济保持内外部平衡情况下，式（8）和（11）组成的微分系统存在唯一的鞍点

稳定路径，沿着该路径，经济将收敛到平衡增长路径上，并且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满足

ẏ
y
=

ȧ
a
=

k̇
k
=

ċ
c
=

g
1−β

.

证明：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有 ċ/c为常数，根据式（8），平衡增长路径存在意味着 r为常数，

而 r = βAqαkβ−1，人均土地面积 q是常数，这样就得到

k̇
k
=

g
1−β

.

再根据式（11）及 y的表达式，可知 c、k、a和 y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有相同增速。

在上述命题基础上，我们很容易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 1：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储蓄率将保持稳定，国外净资产占总产出之比等于 0，而利

率则等于

r = g/(1−β )+ρ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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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衡增长路径上，虽然主要宏观变量维持稳定增速 g/(1−β )，但由于部门间技术进

步速度以及不同部门替代弹性的差异，生产要素会在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之间流动，在城

市地区不同中间品部门，也会存在技术进步差异引发的要素流动，具体可用如下命题刻画：

命题 2：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农村地区的要素流动和城市地区任意中间品部门的要素流动

可由下式刻画：

q̇d

qd
=

l̇d
ld

=−(ξ −1)(ḡ−gd),

q̇ j

q j
=

l̇ j

l j
= (σ −1)(g j−ge)+(ξ −1)(ge− ḡ), ∀ j ∈ [0,1], j 6= m,

lm =1− ld−
∫ 1

0
l jd j, ∀ j ∈ [0,1], j 6= m.

(12)

证明： 将式（7）代入最优性条件第二项，然后两边对时间 t 求导，整理可得

− λ̇

λ
− ṗe

pe
=

ċe

ce
− (ξ −1)

pdcd

c
(

ṗd

pd
− ṗe

pe
).

再利用 Euler方程整理可得

ϒe =
ċe

ce
=

βg
1−β

+ξ ge− (ξ −1)ḡ, ḡ =
pdcd

c
·gd +

pece

c
·ge. (13)

这里 ḡ显然是农村和城市地区以消费比重加权的技术进步速度。

根据式（7），我们还可以得到农村地区产品消费量的增长方程为：

ϒd =
ċd

cd
=

ċe

ce
+ξ (gd−ge) =

βg
1−β

+ξ gd− (ξ −1)ḡ. (14)

最后利用农村地区产品产量必须等于其消费量的关系式，容易得到

l̇d
ld

=
ċd

cd
−gd−

βg
1−β

,

整理上述等式后可得式（12）中第一项等式。

为了得到式（12）中第二项等式，我们先根据式（9）整理得到

ci

cm
= (

γi

γm
)ε/(1−ε)(

pm

pi
)1/(1−ε), ∀ i,∈ [0,1]. (15)

注意，这里的 m代表资本品部门，该部门生产的产品不仅提供中间消费品 cm，也提供资本

品。利用该式，我们可以将城市地区复合消费品函数整理为：

pece =
∫ 1

0
picidi = pmcm

∫ 1

0
(

γi

γm
)ε/(1−ε)(

pm

pi
)ε/(1−ε)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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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第一个等号需要利用城市地区复合品厂商利润为 0的结论。

由于城市地区中间品部门只有部门 m能提供资本品，其它部门全部都是消费品，因而

其产出必须等于消费需求量，因而有

l j =
p jc j

pece

pece

y
=

(
γ j
γm
)ε/(1−ε)( pm

p j
)ε/(1−ε)∫ 1

0 (
γi
γm
)ε/(1−ε)( pm

pi
)ε/(1−ε)di

ce

y
, ∀ i, j ∈ [0,1], j 6= m.

两边对时间 t 求导，并利用 ce和 y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增长方程，容易得到

l̇ j

l j
= (σ −1)(g j− ḡe)+(ξ −1)(ge− ḡ), ḡe =

∫ 1

0

pici

pece
gidi, ∀ i, j ∈ [0,1], j 6= m.

显然这里的 ḡe是城市地区中间品部门按照消费权重加总的 TFP增长率。

前文对城市地区复合品有个加权 TFP的定义 Ae，我们令其增长率为 ge，它看上去跟 ḡe

有类似的含义。下面我们讨论二者的关系。根据 Ae 定义以及式（3）和（15）我们可以写

出：

Ae

γmAm
= [

∫ 1

0
(

γiAi

γmAm
)ε/(1−ε)di](1−ε)/ε = [

∫ 1

0
(
γi pm

γm pi
)ε/(1−ε)di](1−ε)/ε = (

pece

pmcm
)(1−ε)/ε ,

这样进一步得到

ge−gm =
1− ε

ε
(

ṗe

pe
+

ċe

ce
− ṗm

pm
− ċm

cm
).

再根据前面求解 l j 增长率的过程易知 pmcm/pece 的增长率为 (σ − 1)(gm− ḡe)，从而可以判

断 ge = ḡe，即城市地区复合品按 γi加权的 TFP实际含义就是按消费份额加权的 TFP。

上述命题有如下推论:

推论 2： 若农村地区产品和城市地区复合品替代弹性 ξ 大于 1，同时农村地区 TFP增速 gd

小于城市地区复合 TFP增速 g，那么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

若城市地区任意中间品之间替代弹性 σ < 1，那么城市地区的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流

向技术进步速度较慢的生产部门，反之则流向技术进步速度较快的生产部门。

一般而言，城市地区 TFP增速高于农村地区，而生产要素会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

因而 ξ > 1是个合理设定。在城市地区，若我们将全部产业简划为工业和服务业两大部门，

一般而言，生产要素从长期看会更多流向服务业部门，且工业部门 TFP增速会高于服务业

部门，因而 σ < 1是个合理设定。

上述经济体具有良好的性质，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不仅储蓄率和利率都为固定不变的

常数，国外净资产 d占GDP比值为 0，经济处在内外部平衡状态，而且还可以刻画生产要素

不断地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并在城市地区内部不断地向服务业部门增加生产要素配

置比例的结构变迁过程。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如何扭曲产业结构变迁

并导致供需结构错配和经济内外部失衡的，这里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体非常适合作

为我们研究的起点和参照系，后文将以它为基准框架，引入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

10



乡和产业间配置受到行政管制的假设，研究这些制度和政策扭曲如何改变参照经济体中的

结论并阐述本文的主要观点。

三、 要素市场扭曲与供需结构错配

(一) 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刻画

为简化分析，这里将基准模型中的城市地区产品部门简化成两大部类：供给抑制部门，

政府严格限制土地等要素进入这些行业，导致这些行业供给增长低于正常情形，这些部门

生产的产品我们称之为供给抑制产品；竞争性部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进入这些行业，同

时产品定价完全是竞争性的，它们提供的产品我们称之为竞争性产品。我们用下标 u代表

竞争性部门，下标 h代表供给抑制部门。这样，基准模型中的城市地区复合品生产函数需

要改写为：

ce = [(γucu)
ε +(γhch)

ε ]1/ε ,

这里 γu + γh = 1。

在上述简化三部门框架下，如没有要素市场扭曲，那么命题 2中关于土地和劳动生产

要素的流动需改写为：

q = qd +qh +qu, 1 = ld + lh + lu;

q̇d

qd
=

l̇d
ld

=−(ξ −1)(ḡ−gd)≡−xd ,

q̇h

qh
=

l̇h
lh

= (σ −1)(gh−ge)+(ξ −1)(ge− ḡ)≡ xh.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政府一方面严格限制土地从农村部门流出，另一方面在城市地

区还限制土地进入供给抑制部门。为了刻画该制度特征，我们引入假设：

q̇d

qd
=−(1−µ)xd ,

q̇h

qh
= (1−ν)xh. (A2)

显然，µ > 0刻画了政府对农村土地流出的抑制强度，ν > 0刻画了政府对土地流入供给抑

制部门的抑制强度。注意，这里的 ḡ和 ge仍然由基准模型决定。

为简化分析，本文假设农村部门和城市供给抑制部门都是非贸易品部门。在 A2刻画的

土地制度下，供给抑制部门产品必然供不应求，相对价格会趋于上涨，因此该部门回报率

会高于基准模型；而农村地区产品供过于求，相对价格会趋于下降，因此该部门回报率会

低于基准模型。但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供给抑制部门主要由政府直接控制或者通过国有企

业间接控制。作为简化，本文假设该部门受政府高度控制，涨价带来的超额利润全部被政

府以各种办法收走，这样该部门对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只能提供跟其它部门完全

相同的市场价格，也无力雇佣更多的资本和劳动等可自由流动生产要素；而农村部门则由

政府给予补贴，保证农村生产要素都能得到充分利用，这意味着即不同部门间的资本劳动

比和土地劳动比依然遵循基准模型中的结论，从而劳动力的流动速度也由 A2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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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假设下，我们不难求出农村部门产出、城市地区供给抑制部门和自由竞争部门

产出增速分别为：

ẏd

yd
= gd +

βg
1−β

− (1−µ)xd = ϒd +µxd , (16)

ẏh

yh
= gh +

βg
1−β

+(1−ν)xh = ϒh−νxh. (17)

这里 ϒd 和 ϒh 均对应基准模型中相关变量的增长速度。在引入政府对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

的管制之后，农村地区要素流出速度相对基准模型变慢，因而其产出增速加快；城市地区

供给抑制部门的产出增速相对基准模型增速会下降 νxh，刚好是该部门土地等要素流入减

少的速度。农村地区土地等要素流入城市部门速度减慢，不利于城市地区竞争性部门产出

增长，但政府对城市地区供给抑制部门要素流入也施加限制，因而土地等要素的流向有利

于竞争性部门，该部门产出增速相对于基准模型未必会下降：如果政府对供给抑制部门的

要素流入限制力度足够大，那么竞争性部门产出增长相对基准模型反而有可能更快。

假定 A2 的核心是对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行计划配置：从农村部门流出

来的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只能按照政府指定的比例进入供给抑制部门和竞争性部门。

尽管供给抑制部门供给不足，但生产要素只能进入到不受管制的竞争性部门，而农村地区

则会存在要素过剩的问题。

(二) 扭曲性要素市场下的需求结构

引入要素市场扭曲后，农村地区产出超出基准模型中刻画的潜在需求，而城市供给抑

制部门的供给则低于基准模型中刻画的潜在需求，因而这两个部门产品相对价格都会发生

改变，通过价格机制实现供需均衡。因此，不同部门产品价格不再由其 TFP 增长率决定，

这是引入要素市场扭曲以后本文模型求解最大的变化。

农村地区产品消费增速必须等于其供给增速（16），再根据式（7），可以先算出农村地

区产品价格的增长方程：
ṗd

pd
=

ṗe

pe
+

1
ξ
(
ċe

ce
− ẏd

yd
). (18)

容易验证，如果 µ = 0即 yd 增长速度为 ϒd，那么 pd 增长率刚好等于基准模型中的 g−gd。

这说明，限制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流出后，农村地区产品产量从而消费量会被动增加，对

应其价格涨幅只好相对基准情况减缓，如果 µ 足够大，甚至有可能出现农村地区产品价格

下跌的情况。

再将式（7）代入最优性条件，并联立式（18）和式（7），整理可得：

ṗe

pe
+(

1
ξ

pdcd

c
+

pece

c
)
ċe

ce
=

g
1−β

− ξ −1
ξ

pdcd

c
ẏd

yd
. (19)

同样，我们可以验证，若 µ = 0，那么这里的 ce增速方程可改写为基准模型中的式（13）。

下面讨论城市地区两部门之间的消费及价格变化。先将式（9）改写为两部门形式：

cu

ch
= (

γu

γh
)σ−1(

ph

pu
)σ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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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基础上，并结合其它条件，我们可以推出如下结论4：

ṗe

pe
=

phch

σ pucu
· [ ċe

ce
− ẏh

yh
], (21)

ṗh

ph
=

pece

σ pucu
· [ ċe

ce
− ẏh

yh
], (22)

ċu

cu
=

pece

pucu
· ċe

ce
− phch

pucu
· ẏh

yh
. (23)

再联立式（19）和（21），并根据引入 A2刻画的要素市场扭曲以后 yd 和 yh 的增长方

程（16）和（17），不难整理得到5

ċe

ce
= ϒe− [

phch

σ pucu
+

1
ξ

pdcd

c
+

pece

c
]−1 · [ phch

σ pucu
·νxh +

ξ −1
ξ

pdcd

c
·µxd ]. (24)

这里的 ϒe是基准模型中 ce的增长方程。式（24）说明，引入要素市场扭曲以后，代表性消

费者对于城市地区产品实际消费量的增速是减少的。关于式（24），我们有两个重要推论。

由于这两个推论比较容易得到，我们就不加证明了，只对其经济含义做出解释。

推论 3： 在 ξ > 1情况下，政府对农村生产要素流出速度控制得越严即 µ 越大，城市地区

产品实际消费量增速相对于基准模型就越低。

推论 3背后逻辑不难理解，农村产品和城市产品之间替代弹性 ξ 大于 1，表明农村地

区产品和城市地区产品之间是总体替代关系，若政府控制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入城

市地区，提高了农村地区产品的供给增速，那么农村地区产品 pd 相对于城市地区产品价格

pe 涨幅减缓，这样在替代效应下，消费者对城市地区产品消费的增幅当然会减缓。政府对

农村生产要素流出速度控制得越严即 µ 越大，农村地区产品供应就越充足，相对价格就越

会便宜，因而对城市地区产品的实际消费增速当然也就越低。

推论 4： 若 µ = 0，那么城市地区复合品实际消费 ce的增长率是 σ 的增函数，且它满足：

(a)若 σ = ∞, 则
ċe

ce
= ϒe； (b)若 σ = 0, 则

ċe

ce
= ϒe− vxh.

推论 4考虑的是 µ = 0的情况，此时我们可以去掉城市地区生产要素流入受限的影响，

专门研究城市地区内部两大产业部门之间要素配置扭曲的影响。根据推论 4，我们可以看

出城市地区复合品实际消费 ce 的增速主要受竞争性部门和供给抑制部门之间替代弹性的影

响：替代弹性越小，ce 的增速的就越低，若替代弹性等于 0，此时竞争性部门产品和供给

抑制部门产品完全互补，此时竞争性部门产品消费增速完全受制于供给抑制部门产品供给

增速，均减少 νxh单位，因而复合品实际消费 ce增速也减少 νxh单位
6；替代弹性越大，说

明竞争性部门产品对供给抑制部门产品有较强的替代性，后者供应不足，消费者可以较多

4证明过程参见附录2
5证明过程参见附录3
6在替代弹性等于 0情况下，实际上有 ϒe = ϒh = ϒu，因而复合品实际消费 ce 增速也等于 ϒh−νxh，即供给

抑制部门产品供给增速就决定了城市地区消费品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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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消费前者，因而对复合品实际消费 ce增速的影响就较小，极端情况下替代弹性等于 ∞，

竞争性部门产品可以完全替代供给抑制部门产品，后者供应不足对复合品消费没有任何影

响，因而复合品实际消费 ce增速就等于基准模型中的 ϒe。

式（16）、（17）、（23）和（24）刻画了不同产业部门的消费增速，而式（18）、（21）

和（22）则刻画了其相对价格变化情况，这七个式子联立在一起，我们可以了解引入 A2刻

画的扭曲性要素市场以后农村和城市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结构变化的全部信息。

引入扭曲性要素市场以后，农村地区产品消费增速上升，相对价格涨幅减缓，城市地

区产品消费增速减缓，相对价格涨幅提高，那名义总消费会怎样？我们有如下命题：

命题 3： 居民的名义总消费增长率为

ċ
c
=

g
1−β

; (25)

证明： 根据 c的定义不难得到：

ċ
c
=

pece

c
(
ċe

ce
+

ṗe

pe
)+

pdcd

c
(
ċd

cd
+

ṗd

pd
).

利用 yd = cd，联立式（18），整理后可得

ċ
c
=

ξ pece + pdcd

ξ c
(
ċe

ce
− ċd

cd
)+

ċd

cd
+

ṗe

pe
.

再根据式（19）整理可得：

ċe

ce
− ċd

cd
=

ξ c
ξ pece + pdcd

(
g

1−β
− ċd

cd
− ṗe

pe
).

联立上述两式，容易得到式（25）

居民名义消费额维持 g/(1−β )的增速，跟基准情形完全一样，这主要是城市地区产品

涨价抵消了居民实际消费的下降，从而使得消费额增长速度维持不变。

(三) 供需结构错配

前文研究了A2刻画的扭曲性要素市场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它会对实际GDP和潜在增长

速度产生何种影响呢？我们先定义实际GDP为

yr = puyu + p̄hyh + p̄dyd .

这里 p̄h = Am/Ah 及 p̄d = Am/Ad
7，剔除掉了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物价变动。根据各部门生

产函数，我们很容易将实际GDP改写为

yr = Amqαkβ [lu +
p̄hAh

Am
lh +

p̄dAd

Am
ld ].

7 此时Am =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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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 p̄h 及 p̄d 代入，不难看出实际GDP的潜在增速显然等于 g/(1−β )，即我们得到如下命

题：

命题 4： 在 A2刻画的扭曲性要素市场下，实际GDP的潜在增速跟基准模型一致，即有

ẏr

yr
=

g
1−β

.

命题 4的结论不难理解，尽管要素市场的扭曲会导致生产要素不能进入需求更加旺盛

的部门，但是要素会进入其它部门，会带来其它部门产出的增加，并不会导致生产要素的

浪费和闲置。剔除掉供给结构改变导致的相对价格变动因素以后，实际GDP的增速自然就

跟基准模型是一致的。

然而，要素市场的扭曲会导致城市地区供给抑制部门生产要素流入受阻，进入城市的

生产要素更多流向管制较少的竞争性部门，这样城市竞争性部门产能扩张速度会明显高于

基准模型。但是，由于消费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居民对供给相对充足的竞争性产品的

消费增长赶不上其产出扩张速度，这样城市地区就出现了竞争性部门消费需求不足和供给

抑制部门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的供需结构错配问题。显然，实际GDP要真正实现命题 4中

的潜在增速，就只能依靠外需消化掉竞争性部门的全部过剩产能了。这就有如下推论：

推论 5： 实际GDP要实现命题 4中的潜在增速，竞争性部门的净出口增长速度必须满足式

ḋ = y+(r f −δ )d− (
g

1−β
+δ )k− c. (26)

证明： 代表性居民的预算约束式为

ȧ+δa = y+ r f (a− k)− c.

社会人均财富 a等于社会人均资本和净国外资产之和 k+d，将 k的增长率代入上式就得到

竞争性部门的净出口增长速度方程式（26）。

推论 5是命题 4的补充，它进一步说明在 A2刻画的扭曲性要素市场下，要维持潜在经

济增速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即国际市场对本国出口商品有足够大的吸收能力。此时，外需

在很大程度上就左右了经济周期：若外需充足，经济体就能实现潜在增速，经济进入繁荣

期，供需结构错配的负面影响会被掩盖住；若外需出现衰退，则国内需求不足和部分行业

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问题立刻凸显，实际GDP增速低于潜在水平，经济景气度下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主要经济体陷入经济危机之中，对我国出口商品吸

收能力大幅度下降，导致我国净出口急速衰退，结束了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持续

近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因而可以说，我国自2008年之后经济持续下行，主要是外部因素

引发的，本文命题 4和推论 5对此也可以做出较好的解释。但是，如何才能摆脱经济进一步

下行的压力呢？继续走外需依赖性的路子，把希望寄托在外需复苏上，显然是不行的，中

国经济规模今非昔比，外需已经不大可能消化得了中国如此庞大的过剩产能。化解本国产

能过剩的治本之策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要减少乃至取消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减缓并直

至完全纠正供需结构错配现象，从根本上消除制约内需增长的制度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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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3说明居民名义消费增长速度等同于基准情形，而命题 4则告诉我们，在外需充

足情况下，实际 GDP增速也等同于基准情形，因而名义 GDP增速到底是高于还是低于实

际 GDP 增速，决定了 A2 刻画的扭曲性要素市场下储蓄率到底是低于还是高于基准情形。

下面的推论告诉我们：

推论 6： 在外需充足情况下，存在足够小的 µ∗或者足够大的 ν∗，使得当 µ < µ∗且 ν > ν∗

时，名义 GDP的增速会超过实际 GDP增速，且有社会总体储蓄率高于基准情形。

该推论证明过程参见附录 3，这里给出其经济学直觉。我们已知，引入 A2刻画的扭曲

性要素市场后，城市供给抑制部门产品倾向于涨价，而农村地区产品倾向于跌价。由于实

际 GDP增速等于基准情形，因而名义 GDP增速相对基准情形到底是变大还是变小，取决

于城市供给抑制部门产品涨价因素是否超过农村地区产品跌价因素，而这就需要 µ 比较小

和 ν 比较大了。前文已知，名义消费增长速度等于基准情形，若名义 GDP增速超过基准情

形，很自然地社会总体储蓄率相对基准情形就会上升。

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储蓄率上升，要么是居民偏好发生改变，要么是技术进步等因

素提高了资本回报率。而这里储蓄率的上升，则是政府限制生产要素流动、驱使生产要素

主要流向城市地区竞争性产业部门从而导致其产能扩张超过消费需求增长潜力的结果，这

完全是 A2刻画的扭曲性要素市场引起的，是供需结构错配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四、 数值计算与模拟

前文数学模型中，我们将城市地区经济划分为供给抑制部门和竞争性部门。根据我国

实际情况，要素流入到工业部门相对比较容易，而服务业的要素流入则面临较多的制度性

障碍和各种政策管制，因而我们将服务业部门定义为供给抑制部门，工业部门定义为竞争

性部门，并根据现实经济相关数据模拟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对我国三大产业部门结构变迁

的影响，看看本文 A2 刻画的要素市场扭曲是否会导致供需结构的错配和内外部经济的失

衡，从数值模拟的角度去验证本文数学模型推理的可靠性以及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

(一) 参数校准与取值策略

资金流量表提供了历年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等值。根

据这些数据，我们可算得1992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大约为45%，2014年大约为50%，

均值为47.5%；资金流量表还提供了近些年来全国土地租金收入数据，2014年其占GDP比

重约为0.9%，我们取1%8，这样资本报酬可取值 β = 0.515。再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

1992-2014年22年间我国不变价格资本形成年均增长速度为11.4%，扣除0.7%的年均人口增

长速度，人均实际资本形成年均增长速度就是10.7%，这样我们可以求得该时期我国技术

进步速度 g 约为5.2%。根据统计年鉴，1992年我国人均净资本形成约520元，我们已知 g

和 β 数值，利用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可估算1992年我国人均资本存量约为4859元，这跟

Holz (2006) 的估算也是接近的。q 值涉及我国历年实际利用土地数据，这方面数据比较

8考虑到土地租金收入跟其它资本收入不宜区分，且我国只是近些年才开始核算土地租金收入，因而该数据
存在较大低估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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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但由于 α 较小，实际上 qα 值主要被 α 所主导，因而即使全国所有陆地面积都是

实际利用土地，这样算得的 qα 也仅仅为1.09（单位为平方米），因此我们干脆令其等于 1。

根据统计年鉴，1992年我国人均GDP约2261元，然后我们利用人均资本存量数据及其它参

数，可以估算出 Am(0) = 28.56。我们假设1992年是初始期，因而令ph(0) = pd(0) = 1，这样

Ah(0) = Ad(0) = 28.56。1992年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类产品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分

别为 15.8%、21.4%和 25.2%，这样根据不同部门生产函数可求出该部门雇佣劳动力比重9。

根据统计年鉴，1992 年至 2014年我国实际GDP增长 8.05倍，农业和服务业实际产值

分别增长了 2.36 倍和 8.76 倍，而这两部门雇佣劳动力的比重分别增长了 0.50 倍和 2.03

倍，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计算出农业和服务业相对于整体经济 5.2% 的 TFP 增速分别要

低2.5和2.9个百分点，因而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 TFP增速分别为 2.7%和 2.3%，这个估算

也大致符合我们的直观感受。

根据本文模型设定，土地要素的流入方向及速度跟劳动力流动是一致的，根据我国统

计年鉴，1992年至2014年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年均下降速度约在 3.1%，服务业部门劳

动力比重年均上升速度约在 3.3%，因而根据假设 A2，我们可得：

(1−µ)(ξ −1)(ḡ−gd) = 3.1%, (27)

(1−ν)[(σ −1)(gh−ge)+(ξ −1)(ge− ḡ)] = 3.3%. (28)

土地要素流动的管制程度 µ 和 ν 我们无从得知，只能采用数值实验的办法，但我们还是必

须得知不同部门及部门间加权的 TFP增长速度值。

加权 TFP 增速 ge 需要工业品和服务品消费比重数据，1992年投入产出表给出了该数

据，根据 ge 公式可算得 ge(1992) ≈ 3.63%，2014年的数据只能根据已经公布的2012年投入

产出表进行合理估算，我们估算得到工业品最终消费占 GDP比重为 11.5%，服务品消费占

比为 32.6%，农产品消费占比为 3.8%，这样根据 ge 公式可算得 ge(2014) ≈ 3.06%，这样我

们取其近似平均值令ge = 3.4%。有了 1992年和 2014年 ge 值，再利用 1992年和 2014年农

业品消费比重数据，根据 ḡ公式可估算这两年 ḡ值分别为 3.37%和 3.03%，我们取其近似

平均值令 ḡ = 3.2%。

将上述 TFP增速估计值代入式（27）和（28），可得

(1−µ)(ξ −1) = 6.2, (29)

(1−ν)[0.2(ξ −1)−1.1(σ −1)] = 3.3. (30)

根据本文基准模型的说明，替代弹性参数 ξ 合理区间应该是大于 1的，σ 合理区间应该在

0至 1之间。式（29）说明 ξ 取值不可能低于 6.2，且 µ 越大 ξ 取值也会越大。再根据式

（30），要保证 σ 取在合理区间，需要让 ξ 从而 µ 取值尽可能大且 ν 取值尽可能小，才能保

证（30）成立。基于该考虑，我们对 µ 实验性取值 0.65，对 ν 实验性取值 0.25，这样可求

9在本文模型中，不同部门产出比重跟雇佣劳动力比重是一致的，这是目前几乎所有多部门增长模型的共同
特征，它大致可以对应西方发达国家的数据，但在中国，可能受要素市场不完善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三大产
业部门的产出比重跟雇佣劳动力比重存在很大差异，因而本文模型只能基于产出比重推导雇佣劳动力比重。劳
动力比重数据要跟中国现实经济作出较好对应，需要在现有多部门增长模型基础上做出较大程度理论创新，本
文作者及其合作者正在对此展开研究，但这并非本文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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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ξ = 18.7和 σ = 0.22。

有了替代弹性参数 ξ 和 σ 的取值，我们根据式（7）和（20）并采用1992年我国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消费占比数据，不难分别求得 θ = 0.51和 γ = 0.55。

关于折旧率 δ 的取值，本文设定基准模型中经济在初期保持内外部平衡，因而净国外

资产增量为 0，这意味着初期的总投资 [g/(1−β )+δ ]k必须等于总储蓄 y−c，我们利用 1992

年的人均 GDP 和人均资本存量数据以及其它已知参数，容易反推出折旧率为 δ = 0.0685。

对折旧率的估计，Holz (2006)、徐朝阳 (2014)和张斌、矛锐 (2016)基于各自的方法都估算

得到略大于 6%的折旧率，本文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但结果跟他们非常接近。

关于净国外资产投资回报率参数 r f 的取值。正常情况下，该取值没有道理低于资本折

旧率，否则净回报率为负，对外投资就毫无道理了，但中国的净国外资产多为政府持有，

且多数投降美国国债，不可能有高的回报率，因此我们取净回报率为 0，这样净国外资产

的增量全部来自国内积累。注意，这是一个保守的取值策略，如果让其净回报率取值为正，

只会加强本文结论。

(二) 数值模拟结果及讨论

基于上述参数设定，图 3给出了本文模型模拟出来的农业品、工业品和服务品各自的

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重，以及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其中实线部分是引入要素市场扭曲

后的模拟值，而虚线则是基于没有任何扭曲的基准模型得到的模拟值。

图 3: 农业品、工业品和服务品最终消费以及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模拟值

本文模型初始值设定完全依据 1992年的经济数据，因而我们要观察本文数学模型的模

拟效果，只需将 2014 年的各项模拟值与现实数据进行对比即可。观察实线部分，我们可

以看到，本文模型很好地模拟出来服务品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上升、农业品和工业品最终

消费占GDP比重下降这个基本经验事实。其中，服务品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 1992年的约

25%上升至 2014年的约 30%，这几乎完美地对应了现实数据中的 32.6%；农业品最终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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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GDP的比重从 1992年约 16%下降到 2014年的 5%点多的水平，也比较接近 2014年 4%

左右的现实数据；模拟的工业品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大约下降了2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较现

实数据有一定差距，但趋势是正确的。

本文重点关注扭曲性要素市场对供需结构错配的影响，图 3 对此给出了直观的结果，

实际上也从数值角度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主要定理及其推论。根据图 3，当土地和劳动等

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流入城市服务业部门受到限制时，由于生产要素流入不足，服务业

部门必然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而如果没有这些抑制性政策，2014年服务业产品最终消费

占GDP比重可以提高大约 10个百分点。服务业消费不足是供给抑制导致的，并非其潜在需

求不足，工业部门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图 3显示，引入要素市场扭曲之后，工业品增加值

占GDP比重是上升的，但工业品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是明显低于基准情形的，两者出现了

背离。而在没有扭曲的基准情形中，工业品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工业品最终消费占GDP比

重都呈现倒U型并最终出现下降，两者趋势是一致的。引入制度扭曲后，模拟结果出现的这

个显著变化，原因就是前文反复提到的供需结构错配：流入到城市部门的土地等生产要素

不能顺利地进入需求更加旺盛的服务业部门，只能被迫挤进工业部门，导致其生产能力扩

张超过基准情形，但由于工业品和服务品之间的非完全替代性，服务品供给不足导致消费

者对工业品的需求增长也出现不足（相对基准情形），于是工业部门不可避免出现产能过剩

问题，最终只能依赖国际市场。

图 4: 储蓄率和净出口率的模拟值

本文理论部分证明，当国际市场对本国过剩产能有足够的吸纳能力时，本国经济可以

维持潜在增长速度，但是会出现外需推动型的储蓄率上升现象。图 4第一张图实线部分给

出了本文模型对我国1992-2014年储蓄率的模拟值，作为对照，我们也给出了相应年份我国

储蓄率的现实数据（包括HP滤波处理后的储蓄率，长虚线部分），同时我们还给出了基于

基准模型下的储蓄率模拟值（短虚线部分）。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没有扭曲的基准模型

下，储蓄率将维持不变，而只要引入要素市场扭曲，其它所有因素不变，本文模型就可以

模拟出约 7.5个百分点的储蓄率上升，这大致解释了我国同期大约 57%的储蓄率上升。图

4第二张图还给出了净出口占GDP比重的模拟值，它从基准情形的 0上升至2014年 3%的水

平，也很接近 2014年的现实数据。单一政策因素可以导致如此大幅度的储蓄率和净出口率

变动，这可以较好地印证本文提出的理论机制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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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策实验与稳健性讨论

对 µ 和 ν 的取值，是本文数值模拟的关键。我们根据可得数据，实验性取值 µ = 0.65

和 ν = 0.25，虽然可以较好地模拟本文试图讨论的主要经济现象，但还是有一点不足，就是

对工业品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下降幅度的模拟效果较差，实际数据从 1992 年的约 21% 下

降到 2014年的约 11%，而我们仅模拟出 2个百分点的降幅。本文对 µ 和 ν 的取值，很大程

度上受部门间加权 TFP增速 ge 和 ḡ估计值的影响，实际上这两个参数是动态变化的，但由

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只能粗略地用 1992年和 2014年两年的静态平均值来估计它们，这

不可避免带来了偏差。为此，我们需要观察在不同取值策略下的数值模拟结果，看看本文

主要命题和推论在各种政策参数组合下会出现何种变化。

我们对 µ 分别取 0.25、0.45和 0.65，对 ν 分别取 0.05、0.25和 0.45，而保持其它所有

参数不变，这样总共会出现九种政策组合。这意味着对应前面的图 3和图 4，我们还可以得

到十六张图，附录 4将这些图全部整合进九张图中，这里我们对其结果做些简要讨论：

第一，如果调高政策参数 ν 而保持 µ 不变，即进一步加大对服务业土地等要素的流入

限制但依然限制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出，则工业部门供给和需求背离的程度更严重，经济对

外需的依赖程度会进一步加大，储蓄率进一步提高。反之，如果调低政策参数 ν，即减少

对服务业土地等要素的流入限制，则工业部门供给和需求背离的程度会减缓，居民对工业

品的需求会改善，但在农业部门要素流出受限从而城市地区要素整体供给不足情况下，工

业品供给改善的幅度会低于其需求的改善幅度，这导致工业品供给不足，净出口率有可能

变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第二，仅仅调低政策参数 µ 而保持 ν 不变，即降低对农业部门土地等要素的流出限

制，而继续保持对服务业要素流入的限制强度，则会出现更多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流向工

业部门的问题，这会进一步扩大工业部门的供给能力，加剧工业部门供给和需求背离的程

度，导致储蓄率和进出口率进一步提升，供需结构错配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只有当同时调

低 µ 和 ν 时，工业部门的供给和需求扩张才能保持同步，推动储蓄率和净出口率双降低，

从根本上缓解供需结构错配问题。

第三，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形态。为了解释“倒 U型”形态，多数研究产业结构的文献会引入非位似偏好的特殊

效用函数，而本文在标准 CRRA效用函数下，仅仅靠引入更加一般化也更符合现实经济的

双层 CES生产函数，也可以在基准情形下模拟出我国工业增加值占比的“倒 U型”形态。

不过，从附录 4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引入要素市场扭曲后，“倒 U型”形态仅存在于政策参

数 µ 较小的情况下，而 ν 的取值对其影响相对有限。这说明，我国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长期处在高位并未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服务业发展不足。

这九种政策组合的实验表明，从改善工业品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的模拟效果的角度看，

调高政策参数 ν 同时调低政策参数 µ 会产生更加接近现实经济的数据，但其结果是工业部

门的需求会进一步受到抑制，同时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要素会更多地进入工业部门，进一步

扩大工业部门的供给能力，导致工业部门供需错配和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此时净出口

率必须进一步提高才能使得经济维持潜在增长速度。从现实经济看，我国净出口率占GDP

比重最高时在 2007年曾经达到 9%，大大高于 µ = 0.65和 ν = 0.25这对取值组合下 3%的

模拟结果，因而现实经济中我国对服务业的供给抑制程度可能高于 0.25，而对农业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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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流出限制程度可能低于 0.65。

本文数值模拟对 ξ 和 σ 也分别实验性取值 18.7 和 0.22，这两个参数也是本文关键参

数，分别代表农业品和非农品之间以及工业品和服务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前文理论分析部

分已经说明，只有当 ξ > 1和 σ < 1时，模型才能对长期的要素流动趋势做出符合事实的模

拟。为了研究这两个参数对本文模拟结果的影响，我们对 ξ 和 σ 也实验了不同的取值组合。

结果表明，ξ 取值变大或者 σ 取值变小，会进一步加剧供需结构错配问题，但 σ 取值进一

步减小对结果影响有限，因而 ξ 取值变大可以进一步改善本文模拟效果。如果 ξ 取值变小

或者 σ 取值变大，但只要它们在合理区间范围内，则一定会出现供需结构错配问题，本文

全部理论结果都可以模拟出来，只是模拟效果会存在不同程度差异10。

五、 小节

本文的理论模型、数值模拟以及政策实验表明，由于我国要素市场改革滞后，土地、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从城市地区服务业部门流动受阻，因而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

服务业GDP占比不断攀升的进程会受到人为抑制，服务业部门会面临需求旺盛而供给能力

不足的问题，而工业部门则会出现供给能力扩张速度超过其需求增长的结构性产能过剩。

这种三大产业层次上的供需结构错配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的问

题，最终使得经济不得不依赖外需维持潜在增长速度。我们的政策含义也很清晰，政府应

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使得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的进程更加顺畅，同时

使得生产要素向服务业的流动能够更加自由化，这样我国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问题可以得

到缓解，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会得到扩大，经济内外部平衡也可以得到改善。

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各级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政策措施

促进服务业发展，我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重二产、轻三产的政策倾向已得到一定程度纠正。

但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如果不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疏导妨碍生产要素自由流

动的各种制度性梗塞，而仅仅依靠行政力量向服务业部门配置资源，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按

起葫芦浮起瓢的问题。比如说，如果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流动的各种制约因素

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和缓解，那么扶持服务业部门的代价就很可能是流入到工业部门的生

产要素受到人为抑制，根据我们做的数值模拟和政策实验，这会导致工业部门生产成本上

升、竞争力削弱和净出口下降，在极端情况下，工业部门甚至有可能从产能过剩变成产能

不足，不得不依靠净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

本文主要不足是对国际经济联系的模型设定相对简单，这主要体现在我们仅把工业部

门定义为可贸易部门，这较大程度上简化了我们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描述本

文主要机制，但会使得我们无法讨论我国结构变迁中出现的某些重要现象，比如我国现阶

段出现的大量农产品进口的现象。此外，本文对三大产业部门生产函数的设定，忽略了不

同部门要素密集度的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改进空间。这都是未来研究我国产业结构

变迁问题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10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再给出具体模拟结果了，感兴趣的读者可向本文通讯作者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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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录

附录 1

证明： 根据式（20）不难得到

pucu

pece
= [(

γu

γh
)1−σ (

ph

pu
)1−σ +1]−1.

两边对时间 t 求导然后整理可得

ċu

cu
=

ṗe

pe
+

ċe

ce
− (1−σ)phch

pece
· ṗh

ph

易知城市地区两部门产品价格函数为

pe = [γσ−1
u p1−σ

u + γ
σ−1
h p1−σ

h ]1/(1−σ),

从而不难推出
ṗe

pe
=

(γu ph)
1−σ

(γh pu)1−σ +(γu ph)1−σ
· ṗh

ph
=

phch

pece
· ṗh

ph
.

再根据式（20）可知
ṗh

ph
=

1
σ
· [ ċu

cu
− ẏh

yh
].

联立上述三个增长方程，可得式（23），然后易得式（22）和（21）。

附录 2

证明： 联立式（19）和（21）容易得到

(
phch

σ pucu
+

1
ξ

pdcd

c
+

pece

c
)
ċe

ce
=

g
1−β

+
phch

σ pucu

ẏh

yh
− ξ −1

ξ

pdcd

c
ẏd

yd
.

将 yd 和 yh的增长方程（16）和（17）代入上式，得到

(
phch

σ pucu
+

1
ξ

pdcd

c
+

pece

c
)
ċe

ce
=

g
1−β

+
phch

σ pucu
ϒh−

ξ −1
ξ

pdcd

c
ϒd−[

phch

σ pucu
·νxh+

ξ −1
ξ

pdcd

c
·µxd ].

基准模型中有结论

ϒh = ϒe +σ(gh−ge) 和 ϒd = ϒe +ξ (g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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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代入前式整理可得

(
phch

σ pucu
+

1
ξ

pdcd

c
+

pece

c
)
ċe

ce
= (

phch

σ pucu
− ξ −1

ξ

pdcd

c
)ϒe +

g
1−β

+
phch

pucu
(gh−ge)

− (ξ −1)
pdcd

c
(gd−ge)− [

phch

σ pucu
·νxh +

ξ −1
ξ

pdcd

c
·µxd ].

根据 ge的定义，我们可整理得到

phch

pucu
(gh−ge) =

phch

pucu
(gh−

phch

pece
gh−

pucu

pece
g) =

phch

pece
gh−

phch

pece
g = ge−g.

这样，联立式（13）我们不难判断

g
1−β

+
phch

pucu
(gh−ge)− (ξ −1)

pdcd

c
(gd−ge) = ϒe.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式（24）.

附录 3

证明： 将名义 GDP写为：

y = Amqαkβ [lu +
phAh

Am
lh +

pdAd

Am
ld ].

显然，此时名义 GDP增速是否高于实际 GDP增速，主要取决于 ph 增速相对于 g−gh 变大

多少以及 pd 增速相对于 g−gd 减少多少。我们已知，在 A2刻画的扭曲型土地制度下，农

村地区产品产量会增加，其相对价格会下降，因而只有当 ph 增速相对于 g−gh 变大足够多

或者 pd 增速相对于 g− gd 减少足够小时，名义 GDP增速才有可能超过基准情形。根据前

文，我们易知，µ 越小即政府对农村要素流出限制越少，农村产品价格 pd 相对基准情形下

降得就越少，再根据式（22），ph 增速取决于 ce 和 yh 增速之差，而推论 3已说明µ 越小 ce

就越大，式（17）则说明 ν 越大即对城市供给抑制部门要素流入限制越大 yh 增速就越小。

因此，存在足够小的 µ∗ 或者足够大的 ν∗，使得当 µ < µ∗ 且 ν > ν∗ 时，名义 GDP的增速

会超过实际 GDP增速。

由于名义消费增长速度等于基准情形，名义 GDP增速超过基准情形，显然，社会总体

储蓄率相对基准情形就会上升。

需要说明一点，决定储蓄率上升与否的临界值 µ∗ 和 ν∗ 并非常数，在不同时间点其取

值会变动的。这意味着，对于固定的要素扭曲程度 µ 和 ν 值，即使刚开始它不满足 µ < µ∗

和 ν > ν∗，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也是有可能满足该条件从而导致储蓄率上升。不过，由于

本文模型非常复杂，我们既不能把临界值 µ∗ 和 ν∗ 求解出来，也没有办法对其单调性、唯

一性等定性性质作出讨论，所以我们只能依赖数值解去观察储蓄率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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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录 25

附录 4

图 5: µ = 0.25, ν = 0.05

图 6: µ = 0.25, ν = 0.25



六、 附录 26

图 7: µ = 0.25, ν = 0.45

图 8: µ = 0.45, ν = 0.05

图 9: µ = 0.45, ν = 0.25



六、 附录 27

图 10: µ = 0.45, ν = 0.45

图 11: µ = 0.65, ν = 0.05

图 12: µ = 0.65, ν = 0.25



六、 附录 28

图 13: µ = 0.65, ν =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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